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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历史研究】

“两唐书”文苑与儒林的历史书写及其关系
陈 维

摘 要:新旧“唐书”采取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来构建唐代的儒林和文苑，《旧唐书》偏重于强调经生和词臣在儒
林、文苑中的重要性，没有严格的去区分文苑和儒林的界限。《新唐书》对唐代儒林、文苑的书写则更强调治礼儒士
和诗赋之士，对于儒林、文苑的分界更加清晰有条理。这是由于到了宋代，道学的萌芽及宋初古文家对唐代古文的
传承使其偏重于以本朝之风视前代，于是造成文儒分流的书写模式。对比两种书写模式，一方面可以看出宋代对
唐代历史的重构倾向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不同语境中，书写者对历史的想象往往会导致事实的失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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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与儒学一直是中古时期士人思想世界中的

两条路径，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两者的界限也并非

泾渭分明。对于士人身份的认定一方面出于后世研
究者所采取的立场，另一方面取自于史籍本身对士

人身份的判定，正史中《儒林传》和《文苑传》( 或称
之为《文艺传》) 就是书写者对士人认定并将其集合
的一种书写模式。自秦汉到魏晋，文学的独立性逐
渐加强，文学不再只是有助教化的经典之文，而成为

士人的一种审美情趣，文质之间的争论也导致中古

思想中文学与文化产生结构性紧张。①这直接促成
了《文苑传》出现在了正统史书的列传中，并为后世
所沿用。然而在唐宋以前，文儒之间并未有严格的
区分，两者的界线十分模糊，儒林多指经生，但文苑

中也颇多通经义或被人称为儒者的士人。到了唐
宋，文学和儒学都先后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，

此时的列传书写往往呈现出一种总评的趋势，文儒

间的隔阂也开始逐渐产生。成书于五代及宋的“两
唐书”中包含着两套不同的儒林、文苑书写模式，一
方面显示出书写者对于唐代文学儒林整体风貌的认

知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不同的历史语境中，唐代儒

学、文苑在历史阐释中出现了大的变动，从而影响到

后世对唐代文学、儒林整体景观的认识。

一、经礼之间:“两唐书”儒林的书写及对比

成书于五代的《旧唐书·儒学传》中对于儒学
之形态有这样一番见解，其序云:

古称儒家者流，本出于司徒之官，可以正君

臣，明贵贱，美教化，移风俗，莫若于此焉。故前
古哲王，咸用儒术之士，汉家宰相，无不精通一

经。朝廷若有疑事，皆引经决定，由是人识礼
教，理致升平。②

在《旧唐书》的书写中，儒学的核心即为经学，
通一经，且引经决事才是儒者教化天下的手段。一
如以往《儒林传》所采取的书写模式，《旧唐书》( 含
附传) 所载之 45 人，大都是通晓一经，举明经，出任
国子监官职的经生。《旧唐书》试图将唐代的儒学
风貌引到经学上去，但其又言“近代重文轻儒，或参
以法律，儒道既丧，淳风大衰，故近理国多劣于前

古”③。由此可见，自魏晋以后，重文轻儒的现象出
现，士人不纯用经学治国，参以文学、法家等多样手
段。儒道已衰，士人对待儒学的态度并不是那么纯
粹。儒者在自身认定上，也并不以解经者作为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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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在《旧唐书·儒学传》中也有所体现。如李善“尝
注解文选”④。《文选》并不能算是经学的一种，李
善却以注解《文选》知名被选入《儒学传》而不是《文
苑传》中。《新唐书》将李善从《儒学传》剔除，论者
多以为《旧唐书》选取不当，不若《新唐书》之精要。
然《旧唐书》所选曹宪、许演、公孙罗诸人入《儒学
传》之理由皆与《文选》有关，不可看为李善个人的
误记。如曹宪“精诸家文字之书”，多为音训引证，
其撰《文选音义》为当时所重，可见，曹宪的入选是
因其在文字、音韵学上的造诣，许淹和公孙罗也由此
入选。而李善的入选并不止在其音义上的造诣，还
在其诸文引证中对儒学经典的大量使用，其博于征

引而略于音训，使得其在文学通用程度上不及五臣

注《文选》，而流行于文儒并用的学者之中。⑤同入
儒林的刘伯庄则是以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闻名，秦景通
以精《汉书》为显，路敬淳以明谱系、善于究根溯源
入选，柳冲亦由明世族入选。⑥

《旧唐书》对儒学士人的选取标准大体在史学、
经学、谱学三个方面，而在选取断限上，多选取玄宗
朝之前的，中晚唐则很少，在选取的中晚唐诸儒中，

如许岱，因其多涉诸子; 苏弁，少有文学; 许康佐，登

宏词科。除了新春秋学派的陆质、著《三传异同》的
冯伉外，都跟文学相关，且不再经由明经入仕。这一
方面跟中晚唐明经科衰落有关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

中晚唐儒学定义的模糊化，除陆质、啖助等新春秋学
派外，大都转向了非经学化的儒学路数，而在此间文

学( 不单指辞章诗赋且指各种表章诏令的书写) 成

为儒士间互相认定的身份标准。文儒之间的界限显
得十分模糊，这在元和年间最为显名的几位儒士如

韩愈、柳宗元身上也体现出来。尽管《旧唐书》试图
将儒学重新书写成经生的流变史，但在选取和书写

中已经无法改变中唐以后儒文并举的现象。
相比之下，《新唐书》的书写要整齐划一得多。

《新唐书·儒学传》在《旧唐书》的基础上大幅增加
了一些经学之士，将《旧唐书》单独立传的孔颖达划
归到儒学中，盛谈唐初经典修订之事，同时增加了礼

学之士在《儒学传》中的比重。其所选定的中晚唐
儒士，如韦彤乃为中晚唐治礼之名家，著有《五礼精
要》，陈京曾参与中晚唐著名的禘祫之争等。在《新
唐书》的书写中，礼学为叙述的重点，其所选 68 人
中，通经者，通诸子、通史、通书法、谱学者事迹颇从
简，而大幅增加了治礼者有关礼仪的各种言谈。据

此可窥测，《新唐书》认为唐代儒林的核心议题和核
心成就均保存在礼学的评议中，礼为儒学之本。这
与北宋初年儒风盛行和士人对儒学的体认有关，宋

真宗言:“有唐文物最盛，朱梁而下，王风浸微。太
祖、太宗丕变弊俗，崇尚斯文。朕获绍先业，谨遵圣
训，礼乐并举，儒术化成。”⑦北宋初年大批士子以振
兴儒学为己任，朝野上下也大力尊崇扶植儒学，作为

维护儒家伦理秩序的礼对于国家的象征意义就更为

重要。《新唐书·礼乐志》就曾对三代以后礼乐的
衰败叹息云: “由三代以上，治出于一，而礼乐达于
天下; 自三代而下，治出于二，而礼乐为虚名。”⑧正
是因为对礼乐为虚名的忧患意识，宋祁等人对唐代

熟悉礼法、详于治礼之人多了一份认同，将其视为唐
代儒林的“主流”，另一方面，大历以来的礼学名家
对宋代的礼仪世界影响极深，韦彤的《五礼精要》成
为北宋礼仪机构案头必备之书，对于北宋礼制的建

立和运行都起了极大作用，这也恐怕是《新唐书》在
儒林的书写中尤重礼学名士的另一层原因。⑨

《新唐书》在构建礼学世界的同时对大历以来
流行于时的种种学术进行了批判，其言“大历时，
助、匡、质以《春秋》，施士匄以《诗》，仲子陵、袁彝、
韦彤、韦苣以《礼》，蔡广成以《易》，强蒙以《论语》，
皆自名其学。而士匄、子陵最卓异”⑩。学者往往引
此文做中唐以后学术变革说，认为其为中唐学风之

大变，摆脱旧说，直探经文，改变了过去寻章摘句的

注经方法。啖、赵诸人敢于挑战官方经学，热心阐发
经文中的微言大义，为宋以后学术之变注入新活

力。瑏瑡然宋祁等人在《新唐书》中并未将大历以来新
说做时代突破之举，其引唐文宗评施士匄言: “朕见
之( 士匄《春秋》) 矣，穿凿之学，徒为异同，但学者如
浚井，得美水而已，何必劳苦旁求，然后得邪矣。”瑏瑢

其评新春秋诸儒之言则更甚: “啖助在唐，名治春
秋，摭诎三家，不本所承，自用名学，凭私臆决，尊之

曰:‘孔子意也’。”“徒令后生穿凿诡辨，诟前人，舍
成说，而自为纷纷，助所阶已。”瑏瑣施士匄和新春秋学
派诸儒都为春秋注解，且所注经义多不与前人合，好

为标新立异之文，至少在中唐时期只能视为一种时

风并不能视为学术的主流，前引文宗言可见一斑。
而在宋、欧诸公看来，新春秋学派对于经义的解读则
是全凭己意的，对于三家注毫不承继，完全是靠自己

的意思来推断孔子之意。对于这些新异的学说，
《新唐书》并不十分推崇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。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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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北宋中期之后，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，道学的兴起

使道学家在选取前人成果时，往往爱好那些自抒胸

臆的义理阐释而非经义的训诂，这使他们对啖、赵、
陆诸人多了一份支持，如《二程集》言:“昔者孔子伤
时王之无政而作《春秋》，所以褒善贬恶，为后王发
也，自去圣既远，诸儒异论，圣人之法得之者寡。至
唐陆淳学于啖、赵，号为达者，其存书有《綦例》、《微
旨》、《义统》，今之学者莫不观焉。”瑏瑤同时，刘敞对
《春秋》的注解也继承了中唐以来的新春秋学派，新
春秋学派影响涉及了其后的整个经学史，重为义说

的宋学即由其发端。瑏瑥宋学的兴起抬高了新春秋学
派在经学史上的地位，改变了以往的书写模式，使整

个评价体系发生了改变，而北宋初期成书的《新唐
书》采取的书写形式并不像其后道学那样，也不像
《旧唐书》那样模糊文儒之间的界限，或者说《新唐
书·儒学传》试图书写的是一种北宋建国初期士人
期待的儒者形象———他们有气节，有一定的家学渊
源，精于礼学，试图将政治回归到一个礼仪规范的世

界中。

二、何谓斯文:“两唐书”《文苑传》的对比研究

“两唐书”在《文苑传》的书写上则更加不同，这
种不同来源于对“文”的理解上的不同。傅汉思就
曾对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的文士做过定型分析，认为
其是按照固定的书写模式来书写文士们的。瑏瑦田恩
铭的博士论文也探讨了“两唐书”《文苑传》所选文
士之资格、意图及唐宋变革间文学观念的变化瑏瑧。
那么“两唐书”对于文的理解究竟有何不同呢?
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就有唐一代文学做论:
贞观之风，同乎三代。高宗、天后，尤重详

延，天子赋横汾之诗，臣下继柏梁之奏;巍巍济

济，辉烁古今。如燕、许之润色王言，吴、陆之铺
扬鸿业，元稹、刘蕡之对策，王维、杜甫之雕虫，
并非肄业使然，自是天机秀绝。瑏瑨

《文苑传》序秉持一种文质交替的文学观念，对
前代尚“质”而宗训论鄙雕虫的“是古非今”观念进
行了批判。其所持的文学评议建立在沈约的“斟酌
《二南》，剖陈三变”，重音律的基础上，认为代有风
骚，不独只是曹植、谢灵运独占汉魏以来文学鳌
头。瑏瑩自魏晋以来独立的文学理念愈来愈盛行，文学
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形式，是否应该具有自己的艺

术审美，而不去在意经典文本、儒学教化对文学本身

的束缚这种思考一直萦绕于魏晋士人的头脑中，此

间对文章独立于教化的批评也时有论及。瑐瑠然而在
唐代，这种文、儒间的对立并非那么强烈，相反，儒士
之间交游及向座主行卷等往往依托于文学，在《旧
唐书》的书写中，唐代文学景象是多元的，初唐有横
汾之诗，也有柏梁之奏。燕、许、吴、陆、元、刘、王、杜
等诸文士共享天机秀绝之名。《旧唐书》所举唐代
文苑之魁首及评议标准与当代文学史颇不类同，张

说、苏颋、吴通玄、陆贽、刘蕡都算不上当代所谓一流
文学家，何以《旧唐书》将其列为唐代文学之风尚
呢? 其一为列传不列爵位崇高者，如韩柳诸人别为

之传; 其二，张、苏、吴、陆、元、刘诸人所借非为诗歌
辞赋而为“王言”“对策”，《文苑传》中涉及中唐以
后文士多以其善奏对，诏策入选。唐代“文”不单指
词章歌赋，如制诰、表颂、谥册等诸多朝堂公文都可
以视为“文”之范畴，善于公文者皆可视为善属文
者，任中书舍人知制诰及入翰林院者多为唐代文士

中文坛巨匠，也为文士中的最优期望。瑐瑡如许景先，
“俄转中书舍人。自开元初，景先与中书舍人齐濣、
王丘、韩休、张九龄掌知制诰，以文翰见称”瑐瑢。又如
席豫，“三迁中书舍人，与韩休、许景先、徐安贞、孙
逖相次掌制诰”瑐瑣。齐濣、徐安贞、孙逖都有传于文
苑内，皆因善书制诰得选。
中书舍人在正五品上，其常直禁垣，代为王言，

为文士希冀之良选。安史之乱后，知制诰多入翰林
由郎中等官所兼，两年后为真中书舍人，如吴通玄

“贞元初，召充翰林学士。迁起居舍人、知制诰，与
陆贽、吉中孚、韦执谊等同视草”瑐瑤。又如王仲舒
“元和五年，自职方郎中知制诰。仲舒文思温雅，制
诰所出，人皆传写。”瑐瑥官拜中书舍人知制诰的文士，
其“文”之修养已被朝廷所认可，被作为一种示范性
的“文”传达而下，为广大士人争相传写。依靠代为
王言，“文”具有官方性和象征性，代表着权力统摄
下“文”应有的面貌和框架，从而引导文士积极地向
这种风尚转变，在《旧唐书》的书写中，这种与政治
紧密相关的“文”，被视为一种文苑标志所彰显。
《新唐书》对唐代文苑的分析与《旧唐书》迥异，
其言:

唐有天下三百年，文章无虑三变。高祖、太
宗，大难始夷，沿江左余风，絺句绘章，揣合低

昂，故王杨为之伯。玄宗好经术，群臣稍厌雕
琢，索理致，崇雅黜浮，气益雄浑，则燕、许擅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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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。是时，唐兴已百年，诸儒争自名家。大历、
贞元间，美才辈出，擩哜道真，涵泳圣涯，于是韩

愈倡之，柳宗元、李翱、皇甫湜等和之，排逐百
家，法度森严，抵轹晋魏，上轧汉周，唐之文完然

为一王法，此其极也。瑐瑦

《新唐书》很明显地反对以往浮糜华丽的文学
风气，将唐代的文苑进程描绘为文学趋于雄浑朴实

的发展史。从玄宗起，即“崇雅黜浮”，到大历、贞元
年间，唐文学达到顶峰，由韩、柳、李等人“擩哜道
真”，推崇古文，排逐百家，使唐代文学超过了汉魏。
在《新唐书·文艺传》中，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

具有艺术审美的文体出现，很清晰地勾勒出唐代文

学的脉络，将其视为一种不断革新而日趋精妙淳厚

的图式。瑐瑧在这种分析模式中，萧、李、韩、柳以来的
古文传统被作为唐“文”之典范，因韩愈“以六经之
文为诸儒倡”。“要之无抵捂圣人者。其道盖自比
孟轲，以荀况、杨雄为未淳，宁不信然”。瑐瑨文与道合，
以文显道，是《新唐书》对“文”的理解，也是宋初古
文家对古文推行之意旨，其余以文翰为生，叹咏诗歌

的文士只能是儒士的“一艺”，“自能以功业行实光
明于时，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”。瑐瑩如果科举不试，
也能乐得悠闲，不怨望朝堂，劝君行善。
在《旧唐书》中被列入文苑的许多士人，在《新

唐书》中归为了儒林，如徐齐聃、徐安贞等，还有不
少被归入列传中，如“许景先、齐濣、席豫、吴通玄
等”瑑瑠。这些士人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都曾为草
诰之臣，在《新唐书》选取标准中，那些以草诰、奏表
为显的词臣被剔除出去，而加入了许多以诗文显名

的士子。《新唐书》对徐齐聃列入儒林的理由是曾
议过家庙之礼，赠礼部尚书; 徐安贞因与褚无量、卢
僎、陆去泰等讎定旧籍，列入儒林，其以文显名的事
迹被忽略。这是由于《新唐书》碍于时代所限，对唐
代文之理解已经不再能深入到唐代具体的语境中

去，而采取一种“文学史”式的提萃法，即选取符合
其文学观的唐代文学诸士子，以标志性精英人物作

为此时代文学的典范和标准。入列传的文士大都是
在当时显名一时的诗赋之士，虽不登宰辅，但大多数

都有官职，而唐代更多的是努力跻身仕途的普通文

士，他们的声名不如这些入列史籍的文士那么显赫，

对他们来说，文是谋取政治地位和身份认同的一种

重要手段，策论和文诰更具有现实意义，因此身处中

书、翰林的词臣对其影响要大于后世普遍认定的文

学家们，例如在元和年间，天下的文宗为权德舆，元

稹自言:“元和以来，贞元而下，阁下主文之盟，余二
十年矣。”瑑瑡在其掌贡举的三年中，元和诸文学名家
皆由其门入，可见这些身处台阁的词臣对当时的文

坛何等的重要。
《旧唐书》在选取上尚能贴近唐代一般文士的
语境，显出这些词臣在文坛中的重要性。而在《新
唐书》中，这种语境被搁置，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审美
价值的诗歌之士，一是由于宋去唐已有百年，对前朝

理解难免有所纰漏。二则唐宋以来文风已变，宋学
之文风承韩柳之古文，发道学之深义，以宋风视唐

风，使得《新唐书》在描写唐代文苑时未免多出于自
我构建。《新唐书·文艺传》中还增加了大量的古
文家文士的列传篇幅，如萧颖士、李华等，盛言古文
之兴。《新唐书》裁汰骈文，多用韩柳文是一个普遍
现象，赵翼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其言: “欧苏二公
不喜骈体，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，必尽删之。”
“其他骈体有新语不忍弃者，则宁代为改消存
之。”瑑瑢而遇到韩柳古文可入史者，必採摭不遗。萧、
李等与韩柳古文师承相关的诸人，也由于宋祁等北

宋古文家对古文的推崇而获得较高的评价。瑑瑣

三、结论

对比“两唐书”中儒林、文苑传，可以看出两书
对唐文儒的书写模式不同。《旧唐书》所依照的是
经学化和公文化的文儒模式，其对于文苑、儒林之间
的分界并不十分明显，一些兼具文词经学的士人，

《旧唐书》无法清晰地定位其身份归属，一些出现在
《文苑传》中的文士，都曾经少好儒学，或被称之为
儒士。这在唐以前的正史文本中都十分常见，这是
由于尽管独立的文学观出现，但士人无法分别对待

文学和儒学，儒学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，所有的

知识都要围绕其进行诠释，文学在独特艺术审美之

外，依然要保持对儒学教化的向往。如王勃言: “夫
文章之道，自古称难，圣人以开物成务，君子以立言

为志。”“屈宋导浇源于前，枚马张淫风于后。”“周公
孔氏之教，存之而不行于代。天下之文，靡不坏
矣。”瑑瑤过分关注于辞赋是使“斯文”毁坏的缘由。
同时，唐中叶以后，“文”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模
式瑑瑥，这时候文不单纯是作为儒学层面上发扬政教

的论说，而成为一种政治技艺，即掌握“文”的词臣
支配了这一时代的文化和政治的话语权，他们以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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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为中心以文学声威为依托在科举中不断地获得成

功，并长期垄断词臣职位。瑑瑦这里就出现了作为政治
公文的文及作为文章词赋的文两种形式，而《旧唐
书》将这两种形式杂糅在了一起，于是造成《文苑
传》中玄宗以前专书文艺之士，玄宗之后多取词臣
的书写形式。而在《新唐书》中这种混乱的书写模
式已经被统统推翻，儒林和文苑的分界线逐渐明显

起来，儒林是指精通礼学、经学、谱学的专门之士，而
文学则是以文章词赋见长的文士，两者皆有者入列

传而不入文苑、儒林。这一方面是由于韩柳之后，使
得文章与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，到宋代发展到了

极端，独立的文学观被排斥出文章之外，就连主张文

道合一的韩愈也被朱熹认为过于沉溺于文学技艺而

荒于探究道之真理，其言: “缘他费工夫去作文，所
以读书者，只为作文用。自朝至暮，自少至老，只是
火急去寻文章，至于经纶实务，不曾穷心。瑑瑧儒学中
一部分已经转化成了道学，文儒逐渐开始分流。同
时也由于在北宋出现了“周程欧苏”之裂，道学家与
古文家产生了分歧，刘埙就曾说:“文章乃道家之所
弃。”瑑瑨中唐韩愈推崇的以文入道的方式已经不能弥
合道学和文学的裂痕，文儒这个在唐代还具有特色

的概念已经不适用于宋代，那些词臣家族也逐渐由

于新科举制的排挤及道学者们的攻击而逐渐淡出了

历史舞台，《新唐书》中的《儒林》《文艺传》中对词
臣的裁汰，已经能隐约看到这一点。“两唐书”的不
同书写反映了两个朝代对唐代文苑儒林的不同理

解，也反映了不同朝代知识体系对史书书写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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